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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人格、国家目标与公共人格
——受教育权与受教育义务的自洽性之破立
□ 陈 鹏
内容提要 宪法第 46条第 1款集受教育权与受教育义务于同一主体， 由此需要对其自
洽性加以证立。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分别对应了教育目标的个体主义与国家主义取向。其中，
个体主义取向的教育目标，其内容在于形成公民的个体人格；国家主义取向的教育目标，其内
容在于实现社会控制以及推动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而形成公民“公共意义上的人格”这一教育
目标，则兼具个体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双重性质。教育目标的个体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存在一定
的紧张关系，现代宪法所隐含的教育的目标虽以个体主义为核心，但同时亦可辨别出能够与个
体主义相兼容的国家主义教育目标。厘定两种教育目标及其内在关系，有助于为该条款构建清
晰且自洽的规范结构，亦有助于辨识出该条款所指向的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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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宪法第 46 条第 1 款前段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这种由“权利”
与“义务”的并立而构成的复合规范结构，可能引
发这样的疑问： 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的主体是否
是一致的？ 如果是一致的，那么，为何接受教育既
是可以主张的权利，又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这种针
对同一主体的“权利-义务”的复合规范结构如何
自洽？ 对此，学界大体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可被视作多数说， 即虽然承认监
护人负有使少年儿童接受教育的义务， 但不否认
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可集中于同一主体。 持此种
见解的学者多以教育的目标作为此种 “权利-义
务”之复合规范结构的证成路径，并不认为受教育
的权利与义务之间可能存在紧张关系。 论者们认
为：“一方面， 公民接受教育是整个科学文化发展
的基础，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社会生存、文化素质
的提高和人格的充分发展， 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
的前途命运；另一方面，公民受教育又是提高道德
水平、教化世风的前提，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
学文化素质的高低， 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发展兴
衰的大问题。 ”①“从公民个人的角度来说，享有受
教育的权利，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前提，它
直接关系到公民个人的健康成长和自我的完善与
发展。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看，公民受教育与国家
和社会的发展休戚相关。 ”②“一方面，公民在社会
上生存，不能缺少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公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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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好坏， 是关系到
一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发展和兴衰的大问题。 ”③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种集“权利-义务”于同一
主体的复合规范结构难以自洽， 将受教育既规定
为权利又规定为义务，是不妥当的，因为这“混淆
了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区别”，权利意味着“享
有者是权利主体，国家是义务主体”，而义务则意
味着 “承担者是义务主体， 国家是权利主体”，因
此，“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在性质上是完全相反的
一对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④这种见解的问题意识
虽颇为鲜明， 但质疑实定法文本并非法学研究的
常态。
第三种观点是在法解释学上进行义务主体的
转换，将受教育的义务理解为“受教育的适龄儿童
和少年的亲权人……负有让他们接受教育的义
务”。 ⑤这种见解无疑也认识到了，将针对同一事项
的权利与义务归于同一主体的规范结构， 可能导
致自洽性方面难题， 从而试图通过法解释学的操
作，将受教育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剥离开来，以
消解权利和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过，或许应当
考虑到，将受教育义务的主体加以转换，从宪法第
46 条第 1 款的条文语义上看，有些牵强，从第 49
条第 3 款所规定的 “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
的义务”当中推导出亲权人或监护人的义务，似乎
更为便捷。
可见，后两种见解虽然具有强烈的问题感，但
从教育的双重目标角度认识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
之并立的“多数说”，至少在形式上更容易被接受。
虽然持多数说的论者并未明确指出上述教育目标
与受教育的权利及义务的关系， 但以下推断应当
不难被接受，即：教育对于个体与国家的双重意义
意味着，就教育对于个体的意义而言，受教育是个
体所享有的权利，而就教育对于国家的意义而言，
受教育则成为个体所承担的义务。 ⑥换言之，将受
教育的“权利-义务”的复合规范结构归因于个体
和国家层面的教育的双重目标， 构建的应当是一
种“教育目标的个体主义取向——权利”与“教育
目标的国家主义取向——义务”的关联性。如果这
种关联性能够成立，那么逻辑上，只有教育目标的
“个体主义取向”与“国家主义取向”之间存在内在
的统一，这种“权利-义务”的复合规范结构才是自
洽的。问题在于，教育的两种目标之间可否达到内
在的统一？
宪法文本并未就这一问题直接给出答案。 在
现行宪法当中， 能够直接推导出教育目标的条款
只有第 24条。该条第 1款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
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第 2款则规
定：“国家……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
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
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可见，“加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以及“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
和其他的腐朽思想”是教育的目标，而“理想教育、
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以及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是教育的
内容。 但是，仅仅以这两个条款作为教育的目标，
并以此解读宪法第 46 条第 1 款的受教育权与受
教育义务，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这些教育内容针
对的仅仅是思想，而宪法第 46 条第 1 款所指涉的
教育，必然不仅仅局限于思想教育，也包括知识和
技能的传授。 第二，宪法第 24 条所提及的教育目
标，无法为宪法第 46 条第 1 款的权利和义务的并
立提供解释， 因为这种教育目标旨在构建一种群
体关系，而非纯然以个体为取向，因而在与受教育
的“权利”相结合时，可能面临更多障碍。 ⑦即便将
《教育法》第 1 条规定的“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
族的素质， 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义务教育法》第 1 条规定的“保障适龄儿童、
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
提高全民族素质”；《高等教育法》 第 1 条规定的
“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职业教
育法》第 1 条规定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职
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等目标纳入视野，也很难解读出教育对于个人
的价值， 从而难以解释受教育的权利与受教育的
义务如何自洽。
由于教育的个体主义目标与国家主义目标可
能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反比例关系，⑧因此，对受教
育的权利和义务加以统合， 必须透过复杂的法解
释作业方可完成，而这种法解释作业的任务之一，
便是在厘定教育的两种相互对立的目标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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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两者加以对接，以化解其内在的紧张关系。
本文便试图对教育的两种目标之间的关系加以厘
定， 在此基础上构建出内在自洽的受教育权与受
教育义务并立的规范体系。
二、教育的双重目标及其演化
将个体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种教育的目标进
行厘定与对接的第一步， 乃是探寻两种教育目标
可能演化为哪些具体内容。
（一）个体主义的教育目标：以个体人格的形
成为焦点
在前述“个体主义-权利”这个关联结构中，论
者们就教育对个人的意义进行了阐释，包括“个人
生存”、“人格的充分发展”、“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等，这与域外宪法学理论当中的“作为人格权的学
习权”⑨有一定的契合性，即“每个国民作为一个人
以及一个市民，都享有为了成长、发展以及完善并
实现自己的人格而进行必要的学习的固有权利”。⑩
在我国，这种以个体人格的形成为核心的教育观，
至少可追溯至清末立宪时期。 梁启超即言：“使其
民备有人格（谓成为人之资格也，品行智识体力皆
包于是），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
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此
则普天下文明国家教育之所同， 而吾国亦无以易
之也。 ”輥輯訛所谓“备有人格”且“自动”、“自主”、“自
治”、“自立”， 便彰显了以个体人格的形成为核心
的教育观。更值得瞩目的是，梁启超揭示了这种教
育宗旨的普适性，其规范意义在于：即便宪法未直
接规定教育的目标以及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目
的，但在法解释学层面上，公民有权利接受以个体
人格的形成为目标的教育， 这可谓是宪法当中受
教育权的焦点， 也是受教育之所以成为公民权利
的核心涵义之所在。
（二）国家主义的教育目标：以社会控制与国
家建设为中心
如果说个体主义的教育目标的普遍化程度相
对较高的话，教育目标的国家主义取向，则可能因
各国的实定法、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的差异，而呈
现出不同的面貌。换言之，相比个体主义的教育目
标而言， 教育的国家目标可能显现出更为明显的
本土特色。就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传统而言，社
会控制与国家建设乃是教育的国家主义目标的重
要内容。
（1）以社会控制为目标
福柯已经深刻地洞察到， 教育可以成为社会
控制的手段， 譬如学校教育的形式趋向于层级监
视或检查，輥輰訛又如教育的目标本身带有纪律的性质
等等。 輥輱訛传统中国以教化为核心的教育理念，也在
很大程度上侧重于教育的社会控制功能。 輥輲訛
孟子从教育的历史中归纳出了教育的目标：
“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孟子·滕文
公上》）而所谓“人伦”，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叙， 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
上》），它针对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可见，以教
化为核心的传统教育， 其目标主要不在于教习生
存技能、助长独立人格，而在于传授社会关系的一
般法则，从而有助于维续特定的社会秩序。 不过，
社会关系必然不仅仅存在于父子、君臣、夫妇、长
幼及朋友的“熟人社会”当中，而是存在于更为广
阔社会空间内，因而以社会控制为目标的教育，针
对的也并不仅仅是孟子所说的“人伦”，而必然具
备更加丰富的内容。
概而言之，社会控制的手段无非有二，一为内
在道德信念，二为外部行为规范，相应地，以社会
控制为目标的教化，其内容亦同时包含两者。但传
统中国的道德信念与行为规范之区分却又未必清
晰。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见解，孟子重视个人的道德
判断，而荀子则较注重人之行为的外部规范，即较
注重“礼”，輥輳訛如此说来，与孟子的道德信念相对的，
便是荀子的“礼”与法家的“刑”，这也恰应和了“礼
自外作”（《礼记·乐记》）之说。 但萧公权先生的判
断亦不无道理，即孟子贵民而轻君，荀子尊君以贵
民，两者程度有差，而本质无别，因而孟子与荀子
皆处于儒家正名谨礼的语境中， 而与法家的定分
明法相区分。輥輴訛不过萧公权先生也承认礼法之间无
绝对界分，礼治不必废刑法，法治不必废礼仪。輥輵訛这
一评判可谓确当，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
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后汉书·陈宠传》），即揭
示了礼与法的密切关联， 而在传统中国法律儒家
化的背景下，法律更是为礼教所支配，道德伦理与
法律不分。 輥輶訛虽然各范畴之间的界分并不那么清
晰， 但为了洞悉传统教化观对于当代教育目标的
影响， 或许仍须从内在道德信念与外部行为规范
这两方面分别加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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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纯粹的道德信念为内容的教化大约可置换
为“劝善”。 先哲重视教化的“劝善”机能，但对于
“劝善”的逻辑起点，却认识不一，概言之，存在三
种见解。第一，以性恶为出发点，所谓劝善，乃是由
恶而善，因而劝善的对象是所有人。最典型者如荀
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故必将有师法之
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
治。 ”（《荀子·性恶》）第二，与荀子不同，孟子主张性
善，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
滕文公上》）。 但如刘安者，虽然也承认人性中有仁
义的要素，却仍然认为需要对民众加以教化，方可
使其为善，即：“入学庠序以修人伦。此皆人之所有
于性，而圣人之所匠成也。故无其性，不可教训；有
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 ……人之性有仁义之资，
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 ”（《淮
南子·泰族训》）第三，性善性恶不一，但有必要劝
善且可劝善者，只有特定人群而已。最典型的莫过
于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即“圣人之性，不可以名
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
（《春秋繁露·实性》）的断言。 在董仲舒看来，中民
“待渐于教训， 而后能为善”（《春秋繁露·实性》）。
王充也认为：“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 其善者，固
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而率免，使之为善。凡人君
父审观臣子之性，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恶则
辅保禁防，令渐于善。 ”（《论衡·率性》）荀悦亦遵从
之，认为“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
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申鉴·政体》）。韩
愈则谓：“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
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 ”輥輷訛不过可以看出，
无论对人性持何种态度，都不否认教化的作用，同
样，当代的教育也可能包含“劝善”这一目标。
以外部行为规范为内容的教化， 则可置换为
“遵守实在法秩序”的训诫。 传统中国社会控制的
主要手段原本是礼法和政治手段，即如荀子所言：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
矣。 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
也”（《荀子·性恶》）， 而 “分莫大于礼”（《荀子·性
恶》）。但礼法、政治手段与教化之间却存在密切的
关联， 即单凭礼法及政治手段本身尚无法对社会
进行有效控制，因而需要引入教化。 将礼法、政治
手段与教化相结合，可首推孔子。孔子所认可的治
术包括养、教、治三者，但其中孔子最为注重的中
心政策便是教化。 輦輮訛及至孟子，则直言：“善政不如
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
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滕文公上》）荀子亦
有类似主张：“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
不诛，则奸民不惩。 ”（《荀子·性恶》）荀悦从人性角
度考虑，认为：“性虽善，待教而成，性虽恶，待法而
消。 ……教扶其善，法抑其恶。 ”（《申鉴·政体》）陆
贾亦结合了人性的善恶观，提出：“民知畏法，而无
礼义， 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 以正上下之
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
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 ”（《陆子·新语·道
基》）“法令者所以诛恶， 非所以劝善”，“曾、 闵之
孝，夷、齐之廉”，并非“畏死而为之”，而是“教化之
所致也”（《陆子·新语·道基》）。 不过可以看出，这
些见解乃是将礼法及政治手段与教化并立， 即认
为礼法与教化各司其职， 除共同服务于社会控制
的目标外，在具体作用方面并无交叉。真正提出以
遵守实在法秩序作为教化之内容的，乃是法家。法
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法度， 而不是将法度与
教化并立。韩非即认为：“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
明主弗贵也”，“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
然之道”，这个“必然之道”不是“以仁义教人”，因
为“以仁义教人”不过是“以智与寿说，有度之主弗
受也”，而“明吾法度、必吾赏罚”（《韩非子·显学》）
才是必然之道。 但是，反对以仁义教人，却不意味
着否定教化的作用，相反，教化在明吾法度、必吾
赏罚中的作用不可被小视，即“弱子有僻行，使之
随师；有恶病，使之事医。不随师则陷于刑，不事医
则疑于死”（《韩非子·显学》）。 这里隐含的逻辑便
是，民众不可能完全自行向善，而必须端赖赏罚，
由此便必然要以赏罚之道传授之， 教化对于礼法
及政治手段之实效性的促进作用便得以凸显。
不论是以内在道德信念还是外部行为规范为
内容，教化皆以政治的名义为之。 如管仲即曾言：
“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
正民之德，而民师之。 ”（《管子·君臣下》）可见，管
子认为禁暴虐、为民师者皆为贤人，并且贤人因禁
暴虐而为民师。在董仲舒看来，教化更是天子的任
务，即“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
王， 以善之”（《春秋繁露·实性》），“凡以教化不立
而万民不正也”，“教化立而奸邪皆止”，“教化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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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邪并出”，“古之王者明于此， 是故南面而治天
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
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
罚甚轻而禁不犯者， 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
董仲舒传》）。这种自上而下的教育设想，也正契合
了教育的社会控制目标的国家主义取向。
总之， 传统中国的教化理念， 其内容既包含
“劝善”，又包含劝导遵守实在法秩序，两者皆出于
维持特定的社会秩序这一目的， 并皆有可能获得
某种当代形态。若留意到宪法第 46条第 2款所指
称的“品德”方面的教育，便更可能获得这种确信。
只是对于“品德”教育本身似乎应当做扩大解释，
即超越纯粹的道德信念， 参照宪法第 24 条第 2
款，引入劝导遵守实在法秩序的法制教育。
（2）以国家建设为目标
虽然近代西方列强的炮火使国人直观地感受
到现代教育的力量，深切地意识到现代教育对于富
国强民的推动作用， 但以国家建设作为教育的目
标，并非完全是近世的产物。 北宋时期的改革家王
安石即提出：“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
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輦輯訛，“今士
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輦輰訛。 在其所倡导的变
法的语境下，这种以“所学即所用”的方式培养人才
的诉求，便崭露出类似实用主义教育观的萌芽。
只是， 这种以培养治世之才为首要宗旨的经
世致用的教育观，在筹备立宪前后的中国，才开始
得到更多认同。 清末的立宪派与革命派便都曾呼
吁以现代教育培养人才， 以实现富强。 康有为即
言：“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
理劝学。 ”輦輱訛孙中山则言：“学者，国之本也，若不从
速设法修旧起废，鼓舞而振兴之，何以育人才而培
国脉。 ”輦輲訛在孙中山看来，欧洲富强之本即在于“人
能尽其才， 地能尽其利， 物能尽其用， 货能畅其
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而
“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
得法也”輦輳訛，“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
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勤奋于学”，“泰西
人才之众多者，有此教养之道也”輦輴訛。
新中国成立后， 以国家建设为宗旨的教育观
得以延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
41 条规定的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培养国
家建设人才”。为了建立适合中国发展需要的更专
业化的分工，高等教育沿着苏联路线调整，其结果
是把通才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改造成现代式的专
家。 輦輵訛
虽然近代以来的这种教育观， 在某种意义上
是西方列强的炮火催生出的产物， 但这种外发型
动机却可能转化为制宪者的内在价值诉求。 这一
层面上，宪法上的受教育的义务亦得以成立。
（三）在个体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围绕“公共
意义上的人格”的形成
前文所探讨的“人格的形成”，虽然是位于个
体层面上， 但教育所旨在形成的个体意义上的人
格，事实上与个人在社会当中的存立休戚相关，这
就已经触及了个人在社会群体当中的地位以及参
与社会生活的问题。然而，教育除旨在使个人以完
善的个体人格立足于社会之外， 亦可以使个人在
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再进一步， 进而进入政治生活
的领域，即形成公民的“公共意义上的人格”。形成
公民“公共意义上的人格”意味着培养公民的宪法
观念和政治素养， 使其能够作为主权者妥当地参
与政治的过程和公共意见的形成， 进而确保政治
的民主性。从这一角度出发，也可以说公民的公共
人格是指成为“符合宪法之精神的民主的人”。輦輶訛这
一教育目标兼具有个体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二重色
彩：一方面，“公共意义上的人格”是个人参与政治
生活的先决条件， 即对特定宪法秩序和政治秩序
加以初步认知， 从而获得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观能
力，輦輷訛而公民通过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及表达自
由参与政治生活，本身又是宪法的题中之义，在这
一层面上，它体现了教育的个体主义取向；另一方
面，通过教育培养“符合宪法之精神的民主的人”、
促使个人形成“公共意义上的人格”乃是政治共同
体自身的需求， 在客观上能够促进宪法所设定的
国家目标，在这一层面上，它彰显了教育的国家主
义取向。
这种兼具个体主义与国家主义目标的教育，
对于任何一个认同公民参与的政治共同体而言，
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它也契合了受教育既是权利
又是义务的规范结构。 就我国情况而言，宪法第 2
条确立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第 34 条规定
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第 35 条对具有政治权利之
意涵的表达自由加以保障，第 41 条确认了对国家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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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共同构成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规范基础，
而宪法所确立的各种目标之实现， 便有赖于这种
公民的政治参与。 因此，通过教育促进个人的“公
共意义上的人格”之形成，便在公民参与政治生活
这一层面得以证立。
三、规范主义语境中双重教育目标的整合
至此， 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所分别对应的教
育目标已被大体描摹出来。但是，个体主义与国家
主义的教育目标之间充满了张力， 如果考虑到兼
具两种属性的“公共意义上的人格”之形成，那么
问题便更加复杂。 但是， 如果本着规范主义的立
场，推定宪法第 46 条第 1 款构建的是一个内在无
矛盾且有意义的法规范体系， 就必须通过法解释
作业，使教育的两种目标能够对接。
（一）以公民个体人格的形成作为教育的核心
目标
针对教育的目标， 梁启超当年也曾设问：“两
宗旨或数宗旨对抗并行可乎？ ”对此，他给出的答
案是，“世界之进化也， 恒由保守进取两大势力冲
突调和而后成”，因而当下通过教育制造“专制之
国民”还是“立宪共和之国民”本身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必须有贯彻数十年之眼力，擎举全国民之气
概”輧輮訛。须认识到，梁氏出于“为定宗旨而定宗旨”的
极端立场，从而认可制造“专制之国民”，显然不符
合现代宪法的精神， 孙中山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
描述为“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輧輯訛便正切中
了“专制之国民”的要害。因此，公民“个体人格”的
形成与完善是宪法层面教育之目标的核心命题，
若要对接教育的两种目标， 也就应当探寻教育的
其他目标如何与个体人格的形成以及宪法的一般
原理相兼容。
（二）国家主义教育目标的可兼容性
确立了公民个体人格的形成这一教育的核心
目标之后，便应就社会控制、国家建设以及“公共
意义上的人格” 之形成的教育目标是否以及如何
与这一核心命题相兼容展开分析。
（1）以社会控制作为教育目标的可兼容性
首先，就“劝善”而言，即便在立宪主义视阈
下， 独立的人格也不能使个人免于在社会关系中
存立，因此，“为善”的道德劝导，通常不会与宪法
的价值目标相冲突， 也不会妨碍公民个体人格的
形成。 但以下两个问题或许值得着墨：第一，诸如
“性三品说”这样的见解乃是以将世人分门别类为
起点，依其见，教化无须也无可能普遍地覆盖所有
人。 尽管并非所有关于教化的思想皆以此为出发
点，如孔子即提倡“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輧輰訛，
且如何辨识 “中民”、“中人”， 其标准又很难实证
化，但是这种对世人划分等级的观念，显然亦不能
相容于现代宪法的平等精神， 而平等本身乃是宪
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 是个体人格的独立与完善
的重要前提。因此，以性善性恶不一为逻辑起点的
教化观，应当被剔除。第二，社会中的善恶观念并非
一成不变， 对社会道德风向的判断也困难重重，为
此，便有必要认真对待米尔恩所指称的那种“为社
会生活本身所必不可少”的普遍性的道德观念，輧輱訛尽
力为“劝善”的道德教化理念确立一个在任何形态
的社会关系当中均得存在的最低限度的内容标准。
其次，就劝导遵守实在法秩序而言，在任何社
会形态下， 遵守实在法秩序皆是社会共同体得以
存续的基石， 因而即便以个体人格的形成为核心
的教育观， 亦可容纳以倡导遵守实在法秩序为内
容的教化。不过，如果某种道德观念被认为是具有
普遍性的， 那么它便极有可能与实在法体系有所
重合。 伯尔曼便认为，法律“坚信它所包含的概念
与洞见的普遍性”，“许多法律原则反映了理性告
诉我们道德上是正当的东西， 以及实际上所有社
会都公认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东西”。 輧輲訛因而“劝善”
与劝导遵守实在法秩序亦可能多有重合之处。 但
毋庸置疑， 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实在法体系都不可
能宣称它的全部规范内容皆代表了普遍性的道德
观念，因而对于伯尔曼的论断，应当理解为实在法
体系的一部分规范内容乃是普遍性的道德观念的
反映，因此，劝导遵守实在法秩序便可从“劝善”中
相对剥离开来，从而具备独立的教化意义。 但是，
传统中国的实在法秩序包含了礼义， 輧輳訛如傅玄所
言：“先王因善教义，因义而立礼也。 因善教义，故
义成而教行；因义立礼，故礼设而义通”（《傅子·贵
教》）。 而传统中国的礼义乃是实现德化及推行三
纲五常之伦理纲常的手段， 古人因此而将德礼并
言，輧輴訛而以君权、父权、夫权为核心的伦理纲常与宪
法上的平等原则完全背道而驰，乃毋庸置疑。因此
可以说， 礼义在事实上鼓励形成等级社会及人身
依附关系，若被包含在教化的内容中，便有悖于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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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确立的平等原则，有碍于个体人格的独立与完
善。 因而可以说，传统中国教化观的礼义之内容不
能无条件兼容于以个体人格之形成为核心的教育
目标，也不应轻易被当作某种“习惯法”加以传授。
（2）以国家建设作为教育目标的可兼容性
以国家建设为目标的教育观，多数情形下应当
不存在问题， 毕竟国家提供有助于国家建设的教
育，对于个人的直接意义便是获得生存技能及得到
社会认可，而这对于个体的人格独立而言又至关重
要。 但是，如果国家仅提供以培养治国人才及发展
国力为目标的教育，或要求所有的教育均必须与国
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关，那么反而可能使个人沦为
国家建设的工具，形成个人完全服务于乃至服膺于
国家的局面，从而危及个体人格的独立。
实际上， 客观上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毫无关
系的教育，是很难想象的，但所谓的“建设”不仅体
现在能够被直接感知的经济的方面， 亦体现在文
化等实益较为抽象的领域， 因此即便是普通文化
教育（而非职业教育、专业教育），也与国家的文化
建设息息相关。 但不同于旨在促进国家经济社会
之建设的教育， 文化教育本身有助于提高公民个
人的辨识与判断能力， 从而避免个人在国家面前
被客体化。 因此，国家建设这一传统的教育目标，
必须以教育内容的多样化为前提。
（三）以形成“公共意义上的人格”作为教育目
标的可兼容性
以兼具个体主义与国家主义旨趣的 “公共意
义上的人格”之形成作为教育目标，能否与培育个
体人格的形成这一教育观相契合，相对较为复杂，
需要更细致地予以考察。
首先， 在教育内容中导入特定的思想和价值
观念，虽然涉及对教师教学自由的限制，而教师的
教学自由本身与宪法第 47 条规定的科学研究自
由内在地勾连， 但这种限制未必不能在宪法层面
被正当化。 判断某种教育目标是否不当地侵害了
教学自由， 应当以宪法所意在构建的法的价值秩
序为参照。一旦制宪者将某种价值目标导入宪法，
那么便不容许与之相反的价值目标， 否则无异于
宪法秩序的“自杀”。 如果教育的内容乃是反对宪
法所确立的价值，则不受宪法保护，这也是教育自
由的边界之所在。
其次，虽然形成公民“公共意义上的人格”有
助于维系政治共同体的民主性质， 但立宪主义与
民主主义本身处于一种紧张关系当中， 而这种紧
张关系便体现为究竟以基本权利规范抑或以主权
在民原理作为宪法规范的核心。輧輵訛若如芦部信喜所
言，“只有所有国民的自由和平等得到保障， 民主
主义方能开花结果”輧輶訛的话，那么便应当将基本权
利方面的教育融入民主主义的教育内容当中，即
以民主主义原理作为公民教育之内容时， 对作为
单纯多数者统治之边界的基本权利保障方面的教
育有所观照，从而形成以“立宪民主主义”为内容的
公民教育。如果公民教育当中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
容，那么自然符合宪法的基本精神，也不会与个体
人格的形成这一教育目标的核心命题相冲突。
（四）整合后的教育目标之体系
综上所述，作为我国宪法第 46 条第 1 款所规
定的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之基础的教育的目标，
在融合了“本土资源”的立宪主义之视野下，可归
纳为：
（1）以独立的个体人格的形成与完善为中心；
（2）劝导公民在社会生活中为善并遵守实在法
秩序；
（3）在教育内容多样化的前提下，有助于国家
的建设与发展；
（4）促使公民树立主权者意识及基本权利意识，
形成“公共意义上的人格”，成为符合宪法之精神
的民主的人。
四、以教育目标为观察视角的规范意义
单纯从个体主义取向与国家主义取向两方面
分别理解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尚不能使宪法第
46 条第 1 款成为一个内在自洽的规范结构，然而
在确立了以个体主义为中心， 同时有选择地吸收
国家主义之内涵的教育目标观之后，宪法第 46 条
第 1款的规范结构便渐渐明晰。
首先， 如果受教育权与个体人格的形成相关
联，那么它意味着国家应当通过积极的教育给付予
以辅助，这也符合通常所理解的受教育权作为社会
权的属性。 但与此同时，公民个体人格的形成与发
挥防御权功能的人格权也有内在的通联，国家应当
提供的是对于形成个体人格而言乃属必要的教育
内容或方法，如果教育内容或方法有湮灭受教育者
个体人格的可能，则应对此类政策加以排除。 輧輷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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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公民“公共意义上的人格”之形成指向
的是政治生活领域，从社会权的历史源流来看，确
保政治参与能力并非保障社会权的目标之所在。
因此，形成公民“公共意义上的人格”这一目标，首
先对应的仍然是受教育权的防御权功能， 即要求
国家的公民教育在内容和方法上不得有损于宪法
的精神。同时，如果公民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符合宪
法的基本精神， 则从其有助于塑造宪法所期待的
政治生活这一角度出发， 接受此种公民教育也就
成为了受教育者的义务。
再次，以劝导公民为善、遵守实在法秩序为目
标的教育， 以及在教育多样化前提下以促进国家
建设为目标的教育，对应的则是公民的义务。
教育的双重目标所派生出的受教育的权利与
义务的规范结构可如下图所示：
此外，以教育的目标为基础，亦可辨识出宪
法上的受教育权与受教育的义务所指向的法益，
而辨识并衡量相关法益乃是在“国家-个人”这样
的二元格局中进行相关规范思考所必不可少的
要素。 具体而言，当某种政府行为有碍于公民受
教育权的实现时，应当衡量这种政府行为所指向
的法益与个体人格及“公共意义上的人格”所指
向的法益何者更为重要；反之，当公民请求受教
育义务之豁免时，则应衡量这种豁免请求背后的
法益与劝导该公民为善、劝导其遵守实在法秩序
以及该公民个体通过接受教育助益于国家的建
设与发展何者更为重要；当监护人出于管控被监
护人的权利或宗教自由等理由，主张免于使被监
护人接受义务教育时， 輨輮訛则应判断监护人之主张
所指向的法益与被监护人个体人格及“公共意义
上的人格”之形成、劝导其为善并遵守实在法秩
序，以及该被监护人通过接受教育助益于国家的
建设与发展所指向的法益何者更为重要。 这便是
前述之分析的实践面向。
五、余论：宪法的本土资源及其限度
曾亲手在中国百年立宪史上挥毫泼墨的张君
劢有言道：“我人以为今后要改造中国政治经济，
其下手处应先从人生态度着手， 或曰人生观应彻
底改造。由此生活态度之改造中，乃生我们所要之
新文化……但所谓造成新文化， 旧文化不妨碍其
存在。因旧者并不妨碍新者之发生。”輨輯訛对于国人而
言，宪法之治无疑始终是百年来孜孜探索的“新文
化”。 尽管这种探索暗自契合了近代国人“改造政
治经济”的功利主义倾向，但却足以使人认识到现
代宪法的扳手在试图拧合传统中国的理念与制度
的螺母时所要克服的种种障碍。 或也正因此，以
“本土资源”注解法治或构建法治蓝图的思潮在当
代中国日益勃兴， 而如何妥善运用这种极具诱惑
力的思维范式，也仍值得探究。
美国著名宪法学家劳伦斯·却伯 （Laurence
Tribe）在探讨所谓的“看不见的宪法”时，留意到了
霍姆斯大法官 （Justice Holmes） 在洛克纳案
（Lochner v. New York）中所提及的“我们民族和法
律的传统”，并意味深长地将霍姆斯大法官的观点
转述为：“‘根本原则’并不是来自于美国宪法的可
见文本，而是来自于‘我们民族和法律的传统’。”輨輰訛
但是， 当试图以霍姆斯大法官及却伯教授的立场
观察百年中国的宪法实践时，或许会发现，美国人
的“民族和法律的传统”与中国的传统不可齐观。
譬如，美国的法律传统以自由主义为根基，尽管有
各种变体， 总体上却能与立宪的基本脉络保持一
致，将传统整合入宪法的障碍也相对较少；再如，
诸如种族歧视等不能相容于宪法原则的传统，已
随宪法实践的历史演进而在规范层面被弃置，至
少在法律层面， 这些被弃置的传统明显不属于却
伯教授所提示的“看不见的宪法”。 若将中国的民
族传统与法律传统与美国相比对， 差异已毋庸赘
言——诚然，认识到这种差异，或许也可算是一种
“本土资源论”。
依笔者陋见，对于立宪的中国而言，传统的本
土智识与制度资源固然可以为当世所借鉴， 但也
应确保宪法本质目标自身的存立。就此而言，围绕
现代宪法的价值命题塑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宪法规
范体系， 或许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及宪法学研究
的可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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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Personality， National Aims， and Public Personality：
to Illustrate the Self-Consistency of the Right and the Obligation to be Educated
Chen Peng
（Law School，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Article 46， Secion 1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right and the duty to receive edu-
cation， paralleled to the individualism and the nationalism of the aims of education， are concentrated to one
and the same body. The individualism of educational aim is to form the individual personality of citizens，
while the nationalism of the education aims at social control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olicy and economy， whereas the aim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itizens’ “public personality” bears
both the individual and the national nature. There exists some kind of tens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ism and
the nationalism of the aims of education. The aims of education， under the modern constitu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individualism； however， the aims of nationalism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individualism could also
be cultivated simultaneously. The definition of these two kinds of aims and their inner relations may con-
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self-consistent and clear normative structure of the right and the duty to re-
ceive education. Meanwhile， it helps to identify the legal interests of the right and the duty thereof， which
provides necessary elements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constitutional issues in practice.
Key words： the right to receive education； the duty to receive education； individualism； nationalism
Ethical Dilemma and Reconstruction of Referendum
Hu Jianmiao， Fang Ruolin
（Guanghua Law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8）
Abstract： From the ethical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dialectically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cases of refer-
endums， and seeks for the result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society， between
people and other relationships and behaviors under the ethical norms behind the referendum. As a supple-
ment to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the referendum has its advantages， but the dilemma and the way out un-
der its brilliance are still worth thinking about. Through constant revisions and promotions in the aspects of
system construction， institutional restrictions， public debates， supervision and guidance， and citizen accom-
plishment， the brightness of rationality and justice in human nature can be fully released in the democratic
process of referendum，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referendum in the Democratic system.
Key words： referendum； ethics； democracy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Neighborhood Selection and
Urban Community Space Restructuring
Feng Yunting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Abstract： The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has been replacing the average state of the past in the neigh-
borhood space of urban communities in China，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increasing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phenomenon day by day. It seems inevitable as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s becoming mature in the urban trans-
formation proces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and income have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of resi-
dential differentiation in urban neighborhood space. In this case， the types of communities associated with
residence usually become a kind of subtle expression intimat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Neighborhood
effect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neighborhood selection behavior of families. Neighborhood externalities affect
the families’ selection of residence and neighbors， which will definitely affect the entire neighborhood struc-
ture and community landscape.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the extent of which is enhanced by selection of resi-
dential space by the way of moving， is changing urban residential morphology. Urban community spatial re-
structuring based on neighborhood selection is reconstruction of neighborhood spatial order， on the basis of a
sob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urban community space. The reconstruction is realized through “urban
transformation”， which is a continuous and diversified process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neighborhood selection； space restru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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